
          

         学术期刊评价：形式为王还是内容为本？ 

    

                                             

                                刘京希 

 

摘  要：尊重学术期刊发展生态规律的评价体系，应当具备如下特点：内容评价而不是

形式评价；非功利性评价而不是功利性评价；非可操纵性评价而不是可操纵性评价。只有通

过发扬学术民主，以读者为主体所进行的评价，才是基于内容的、超越功利的、不可被操纵

的评价方式。在当下量化评价体系强行介入学术与学术期刊评价，严重破坏学术生态，污染

从业者学术良心的不良生态环境下，高校学术期刊界、社会科学院系统学术期刊界、党校系

统学术期刊界三者之间亟需加强呼应与联动。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一个以三大学术期刊系

统为基础架构的学术期刊联合体或自治组织，统一思路，统一行动，协同进退，共同抵御行

政性量化评价体系对于学术期刊的“格式化”侵扰与阉割，切断行政性量化评价体系与学术

期刊界的“外溢性”权力联系，恢复学术期刊的独立性、主体性和学术尊严，还学术期刊界

一片净土，让学术期刊回归学术、回归本真、回归“自然”，为学术期刊评价的民主化扫清

外部障碍。此一思路或动议倘若得以实施，不仅是对满目疮痍、伤痕累累的学术期刊界的自

我救赎，更会是学术期刊界对于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的拯救性贡献，必将在中国人文社科学术

史上留下其深刻而不可磨灭的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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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的成长与发展，是内在质量的提升与外在评价的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

学术期刊的成长与发展，既离不开编者的主观努力，也离不开外在评价的鞭策。这应是业界

的基本共识。 

业界远未形成共识甚或是步入极大误区的，是对于期刊“外在评价”理解上的偏颇，即

对于外部评价体系的极端重要性的判断，以及对于以“影响因子”为表征的量化指标的追捧

和不择手段的追逐，和因此而出现的对于读者的冷落，及以对于读者评价意见的虚置甚至无

视①。这样的判断和因此而形成的对于量化指标的过度追求，不但耗费了从业者的极大精力，

因此挤占了他们本应用于修炼内功的有限时间；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已经严重恶化了学术生

态，污染了从业者的良心，对学术期刊的本质乃至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造成始料未及的严

重伤害甚至阉割，到了必须明辨之的时候！扩而言之，这是所有以“裸数据”为唯一评价标

准的评价体系的共同流弊②。虽然，在言必称“因子”的量化思维一统学术期刊“江湖”的

潮流下，试图腹非之，显出“一肚皮的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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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京希，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副主编，教授（250100  sdjingxiliu@163.com）。

 

①
 拙文可以视作是《谁是学术期刊质量的最终鉴评者？》一文的姊妹篇。参见《澳门理工学报》2015 年第

3 期。 
②
 赵明：《毁人三观的大学排行榜》，参见“科学网”赵明博客。 



一本学术期刊，是否具有内在质量和外在影响力；换句话说，是否是一本名刊和大刊，

拟或拥有足够影响力的重要期刊，究竟通过何种标准来判断？是看同行评议，或者看其在读

者心目中的地位即社会影响力？还是一把尺子定乾坤，看重或只看以引文率为表征的“影响

因子”？ 

这里，涉及到学术期刊评价的实质标准与形式标准的重大问题，即内容为本还是形式为

王的问题，以及对于“外在评价”的认识和理解问题。 

在中国，自学术期刊作为新生事物产生，直到量化评价体系出现之前，将近百年的历史

时期，对于学术期刊的评价，基本上是由学界同行以及以之为主体的读者来进行和完成的。

当然，刊界同行在此时也是以读者的身份参与期刊评价的。也就是说，是通过读者的口碑来

形塑一本学术期刊的学术声誉与社会影响力，因此，也就不是一把尺子量天下。由读者来评

价，在他的眼中，就只有所刊论文之质量的优劣、创见的有无，编者是否有善于发现和引领

学术思潮的眼界，以及期刊的特色是否鲜明、质量是否恒定，而不抱持任何功利目的。质言

之，如此评价，两眼所盯住的，只是期刊内容，无关其他。正是得益于这种来自民间的、多

样与公正的、而非定于一尊的宽松的外部评价环境，自近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期刊产生以来，

类似于《禹贡》、《食货》、《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学

术期刊，得以在葆有各自天性和风格的基础上自由成长，成就学界一段佳话。正如齐思和先

生所言：“到了民国十年以后，专门的学术杂志便纷纷的出现了。其中最著名的如北京大学

国学季刊（1923），清华学报（1924），燕京学报（1927），史学年报（1930），辅仁学志

（1928），金陵学报（1936），武昌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0），地学杂志（1909），禹贡

半月刊（1934），食货半月刊（1934），中山大学历史语言辑刊（1927），中央研究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集刊及专刊报告（1928），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史学集刊以及其他学报杂志不

下数十种，我们史学的拓荒工作，多半首先在这里发表，这里面实蕴藏着近三十年中国史学

研究的大部成绩。”
①
 

以《禹贡》半月刊为例。该刊是 20世纪 30年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颉刚和谭其骧（后

为冯家升）先生编辑出版的历史地理、边疆史地和民族研究的权威学术刊物，属于禹贡学会

的会刊。该刊从 1934 年 3 月 1 日创刊至 1937 年 7 月因“七•七事变”被迫停刊，共出版 7

卷 82 期，刊登文章 700 多篇，通信 164则，国内地理消息数百条，开创了我国历史地理学

和民族研究的新风气，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历史、地理、边疆史地和民族研究的发展。正是以

此为中心，聚集起大批对历史地理感兴趣的青年学生，形成比较稳定的学术社群，他们的发

展奠定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基础。1981 年，杨向奎先生评价道，《禹贡》“造就了许

多人，现在历史地理学中的大家名家全是那时出来的”。可见，推进学科建设、促进学术进

步、造就学术新人，是《禹贡》的三大贡献，其学术功绩和影响，甚而赓续当下而不绝。可

以说，《禹贡》成就了历史地理学学科及其学人，而为它所成就的历史地理学学人，反过来

又以读作者的身份和口碑，进一步扶助与烘托起《禹贡》，使之声誉日隆，终成名刊。 

可以说，一直到 20 世纪 90年代，量化评价体系未被引入或未被应用于学术期刊界全行

业评价之前，读者的口碑，就是对于学术期刊的最好评价。也因此，对于我们这些从那个时

期走过来的业者来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期刊发展的最佳时期

之一
②
。一则学术环境开放包容，学术气氛浓郁热烈；一则办刊环境单纯明净，办刊目的简

                                                             
①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 年第 2 卷。 

②
 另一个最佳时期，当是 20 世纪 50 年代。虞云国先生给学术期刊的这种生存方式起了一个传神的称呼：

“散养”。“民国学刊大都采取“散养”方式，即便隶属体制的《史语所集刊》，也未见有行政性的学术

规划与考核指标。这些学刊，对于体制，基本上处于散养的自由状态，各学刊间可以有争论，也可以有声

援，但学术上都自立门户，在思想上也就各领风骚，经过历史的磨洗，许多刊物至今都是有定评的学术名

刊。1949 年以后，学刊虽经历了体制的统合，但直到“文革”前，对学者及其论文的考评体系，并未造成

http://www.baike.com/sowiki/%E8%B0%AD%E5%85%B6%E9%AA%A7?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wiki/javascript:linkredwin('%E5%AD%A6%E6%9C%AF%E5%88%8A%E7%89%A9');
http://www.baike.com/sowiki/1934%E5%B9%B43%E6%9C%881%E6%97%A5?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5%9C%B0%E7%90%86?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blog.sina.com.cn/yyg48


单明了。限于主题，在此我们只涉及后者。    

那个时期，尤其是八十年代，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初昂扬向上的社会风尚，和“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以及宽松的办刊行政环境，除去办刊的物质条件相对匮乏，学术期

刊并无来自社会环境的外在压力和纷扰。期刊人具有充分的主体能动性，其精力全部集中于

如何办好期刊，提升质量，繁荣学术，培养新人，服务读者上面。一句话，编者的心思都倾

注在读者的需要上，视读者为上帝，唯读者马首是瞻。那时的学术期刊，一般都开设有“编

读往来”或“读者来信”专栏，倾听读者意见和建议，反映读者的诉求，交流学术心得；也

经常以“专题笔谈”的形式，灵活机动地集中研讨某一学术话题。所以说，在那一时期，读

者的口碑，是评价学术期刊的首要甚至唯一标准。作为编者，你只消一门心思致力于份内工

作，为读者提供最佳的精神食粮，就万事大吉了。这样的办刊环境，与《禹贡》时期近似，

纯净得近乎透明，既无名目繁多的评奖，更不知期刊量化评价体系为何物。学术期刊繁荣学

术、培植新人的本质极少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学术期刊得以在“自然”状态下健康成长。 

令人扼腕的是，世纪之交，办刊环境的骤然改变及其所导致的乱象，严重侵扰了学术期

刊的自然成长状态，违背了学术期刊成长规律。率先出现在自然科学界的以“影响因子”为

主要指标的量化评价及其造假现象，在人文社会科学界，也已经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而这些做法及乱象的蔓延，以及由此所表征的对于办刊规律的违背，其源头或始作俑者，

很大程度上，即在于量化评价体系在利益驱动下，由行业性内部检索工具到评价权的“外溢”，

尤其是行政化滥用。 

                                  

                                二 

 

恍然间，我们步入一个唯 GDP马首是瞻的“全民量化时代”，学术期刊也早已“入吾觳

中”。借助行政化所赋予的超限权力，诸量化评价体系则摇身一变，由初时的图书情报专业

工具，借助于行政化外衣，蜕变为掌控学术期刊生杀大权的“大鳄”。通过级别等次划分、

“来源与非来源”区隔，量化评价体系足可决定一本期刊的命运沉浮，甚至整个学术期刊界

的命运，学术期刊则一个个失去自我，成为外部评价体系的“打工仔”，沦为待宰的羔羊！

为自我生存计，学术期刊纷纷到评价机构“拜码头”，奉量化评价体系为座上宾、席上客，

似乎转瞬之间，学术期刊已经不再掌握自己的命运。此情此景下，原属学术期刊之衣食父母

和鉴评者的广大读者，更是早已被排挤到九霄之外，不知所踪。 

还是以《禹贡》半月刊为例。设若来个时空穿越，乾坤挪移，以今天的量化评价体系而

不是广大读者的口碑衡量之、考核之，那《禹贡》杂志又会是何种面目？它还会是那个耀人

耳目、为人称道的名刊大刊吗？让我们试加“量化评价”。 

已如前述，该刊从 1934年 3 月 1日创刊至 1937 年 7月因“七•七事变”被迫停刊，共

出版 7卷 82 期，刊登文章 700多篇，通信 164则，国内地理消息数百条。首先，该刊从创

办到停刊，三年有余。按照量化评价体系的指标要求，从年限上看，该刊刚刚够生成“两年

影响因子”，在期刊存续时间上勉强满足评价要求。但该刊存世时间只有短短三年，迅即停

刊，属昙花一现，甚至不能满足比如“被引半衰期”等期刊评价指标的要求，有何“影响力”

可言？其次，该刊共出版 7卷 82期，刊登文章 700多篇。分析起来，每期发文不足 10篇，

“载文量”不大，满足提升“影响因子”的潜在分母要求；且慢，该刊三年间“刊登通信

164则，国内地理消息数百条”，平均下来，作为分母的“载文量”就到了“海量”的程度。

                                                                                                                                                                               

严重影响。以陈寅恪为例，1949 年后共发表 14 篇论文，仅 2篇刊于《历史研究》，刊于大学学报的 12 篇，

以他的地位（《历史研究》编委）与水平（史学大师），从未在乎过大学学报与《历史研究》的档次高低。”

虞云国：《学刊的圈养与散养》，http://blog.sina.com.cn/yyg48 

http://www.baike.com/sowiki/1934%E5%B9%B43%E6%9C%881%E6%97%A5?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blog.sina.com.cn/yyg48
http://blog.sina.com.cn/yyg48


显然，“影响因子”也将因之摊薄而大幅下降，更加不能满足“核心期刊”的指标要求。综

合评定，《禹贡》定当无缘“核心期刊”，盖棺论定，属刊界无名之小辈。这是以纯量化评

价体系为标准的考核结果。退一步说，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体系下，凭借其爆棚的学

术声誉，评委们还是有可能网开一面，推荐《禹贡》进入核心期刊行列，但因其影响因子拽

了后腿，只能惴惴然忝列末位，随时都有掉队的危险。面对此一窘迫境地，如果《禹贡》不

是因故停刊，而且还想在刊界混出点名目，那么，它必须对其编辑方针进行因应性的“改革”：

首先是毫不怜惜地挥刀砍掉那些个挤占“载文量”指标的所谓“通信”和“地理消息”，尽

管这些“通信”和“地理消息”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其次是拉长载文的长度，减少载文

量，以缩小产生“影响因子”的分母；还有，增加基金论文的发表量，以提升基金论文比，

等等。你只消依葫芦画瓢，按照量化评价体系的指标要求去做即可。所有这些“改进”举措，

一句话，以提升影响因子为唯一目的，而所谓读者的需求和诉求，只好割爱了。此时，所谓

期刊特色和风格，期刊的自我追求，也只好牺牲掉了----又不能当饭吃！经此一“量化考核”，

或按此标准重新来过，削足以适履，此《禹贡》已非彼《禹贡》。假设《禹贡》主编顾颉刚

先生再世，恐怕怎么也辨识不得了。 

其实，开辟专栏发表“通信”和“地理消息”，恰恰是《禹贡》半月刊的办刊特色。仅

就发表“通信”来说，自 1935 年十月起，《禹贡》几乎每期都发表会员之间的通信，通讯

者的范围极广，既有禹贡学会的代表性人物谭其骧、冯家昇、童书业、张维华、朱示嘉、郭

敬辉等人，又有钱穆、张元济、张其昀、赵元任、柯昌泗、蒙文通、刘鹗等已经成名成家的

学者，还有费孝通、陈梦家、齐思和等青年学人。其包含的内容既有会员等对杂志的建议、

提供研究资源、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也有就某一个问题展开的探讨甚至争论等
①
。可见，

“通信”专栏并非对于《禹贡》半月刊的无关紧要的补充甚至是“补丁”，它们都是从不同

侧面对于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和研究进展的展示，只是形式更为活泼多样和短小精悍而已。也

正是由于它的短小活泼，丰富了杂志的样貌，更加适合史学爱好者的阅读趣味，为他们所喜

闻乐见，从而增加了杂志的受众面。 

 

无奈，期刊受众决定期刊风格和样貌，更决定期刊的命运。为读者办刊，就得适合读者

的口味；为评价体系办刊，就得适合评价体系的口味！当下，学术期刊期载文篇次越来越少，

长文越来越多，且几乎再也见不到“补白”、“简讯”、“学术动态”等为读者所喜闻乐见

的短小精悍的栏目；体现编者组织策划匠心的“专题笔谈”，也因有“增加载文量之弊”而

几近绝迹；以传统人文学科为特色的综合性学术期刊更是在坚持特色与追求量化指标之间左

右为难……所有这些，都拜量化评价体系所赐。 

量化评价体系“有所好”，学术期刊“必甚焉”。那些个头脑灵光，善于发现量化评价

体系偏好和漏洞的从业者，短短三两年的一个评价周期内，可以将一本原本籍籍无名的期刊，

办得在数据上看来“风风光光”、“体体面面”，甚至在排序上一飞冲天，名列前茅。细细

思量，这也怪不得期刊从业者，他们所面对的，是主管、主办部门的巨大行政压力，和所在

单位教科人员期待的眼神。当然也有不信邪的，死活不与量化评价体系“接轨”，既不理会

更不琢磨量化评价体系里面的“道道”，按照自己的节奏，我行我素。可是几年下来，期刊

的命运就有些不妙甚至大为不济了，表现为“影响因子”相对下降，排位下滑，在各高校科

研论文“来源刊”级别划分中的等次明显下落。这样的状况，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评价研究

中心、清华大学图书馆所发布“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和典型。 

“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2013 年度年报，在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排名前 30

名中，来自理工类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期刊，竟然占到三分之一强，这可真是咄咄怪事。《学

术月刊》、《江海学刊》、《天津社会科学》等学界人所共知的学术期刊，均排在 30 名之

                                                             
①

 尹燕：《<禹贡>半月刊的学术世界》，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后。像《文史哲》、《人文杂志》、《社会科学战线》等老牌学术期刊，更是被甩到百名之

外。2014 年年报与 2013 年相比，大同小异。这样的排名，就与业界、学界和读作者的常识

性认知，产生了极大的“视差”①。不客气地说，排名前 30 的某些期刊，与其实际的学术与

社会影响力，存在着“断崖式”落差。某几本期刊，甚至根本不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界所知

晓。 

                                     

                                     三 

 

 

定量为主、定性为辅的评价体系，尤其是纯量化的“裸数据”评价体系，因为对于以“影

响因子”为主要指标的近乎偏执的要求，时时处处以数字说话，就使得其天生带有注重“形

式评价”而非“内容评价”的弊端。它看重引文率，而不顾及引文缘由和动机----是出于论

说需要的恰当性引用，还是“为引而引”的不当引用或“强制引用”②，被引文献因为被引

所产生的“影响力”，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这些本应更加注重的本质性的东西，均为抽象

的数字概念所过滤；它看重的是下载量和下载率，至于此下载是正常的研究性、应用性下载，

还是出于“刷数据”的需要而形成的所谓“下载”，也无力区分。近些年来愈演愈烈的期刊

载文量的普遍性锐减，和与之相伴生的一些无病呻吟的长文的相应增加，也是量化评价体系

指挥棒“挥舞”出的结果。 

量化评价体系更加偏好一两年内的当下指标，难以考察期刊的长期性、历史性学术贡献

和学术史意义，因而客观上限制了期刊对于长远办刊思路的考量，导致短视性、功利性、碎

片化办刊思路盛行；还因为它主要是以量化的绝对标准，去抽象、统摄和约化评价客体，难

免遮蔽和消解学术期刊本有的独特风格和学科特性。而量化评价体系的行政化所导致的期刊

人办刊志趣的低俗性变异和主体创造性的消解，所造成的学术期刊乃至学术界生存、生产环

境的严重恶化，更是触目惊心，为业界所深深忧虑！ 

话说回来，我们并不是反对对于学术期刊的外在评价，失去必要的外部规范，那些不守

职业道德的学术期刊从业者，就有可能会拿期刊、拿学术做交易，谋私利；而是说，要找寻

到适合学术期刊成长与发展规律的、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价方式。这样的评价方式，宜尊重期

刊发展的生态规律，尊重期刊个性，尊重多样化，评价指标宜软不宜硬，而不是以“一刀切”

的量化模式，抹平甚或扼杀期刊个性风格，阻塞期刊多样化发展的路径；宜立足学术史的高

远视界，放眼长远和未来，给期刊以充足的自由成长的空间，以利其休养生息，而不是目光

短视，急功近利，三天两头地考评，陷于数据不能自拔，搞得学术期刊界乌烟瘴气，蝇营狗

苟，学术期刊从业者穷于应付，根本无暇顾及本应全力以赴的编辑正业。即是说，外在评价

体系的设定，必须以顺应学术期刊成长的普遍规律为首要前提。顺应这一规律的评价体系，

就是合理的、优良的规范；否则，就是不合理的、不科学的规范，应予坚决摒弃③。 

 
                                                             
①
 桑海：《“视差之见”与跨越性反思——近期高校社科学报改革讨论述评》，《文史哲》2013 年第 2 期。 

②
 据 Scholarly 网站报道，中国主要学术期刊《中国化学快报》的电邮显示，该期刊收取隐性作者费

(author fees)，但是如果在文章发表后两年内，作者能够将他们的文章引用 6 次以上，这笔费用将退还

给作者。外媒报道认为，这是《中国化学快报》“强制引用”的又一例证，是不道德行为，是滥用了学术

引用，该行为通过“注水”的论文引用次数来提升刊物的影响因子。《中国一学术期刊收取隐性作者费 自

我引用 6 次方退钱》，来源：凤凰探索 2015年 07 月 28 日 17:42 
③
 2014 年 10 月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台《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方案》提出，要

“完善产品评价体系。把群众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统一起来，建立两个效益相统一的评价体系。”

当然，这里所说的评价体系，是就新闻出版而言，但对于学术期刊评价不无借鉴价值。所倡“群众评价、

专家评价”，在学术期刊而言，就是读者评价。 



窃以为，尊重学术期刊发展生态规律的评价体系，起码应当具备这样的特点：内容评价

而不是形式评价；非功利性评价而不是功利性评价；非可操纵性评价而不是可操纵性评价。

质言之，就是坚持学术本位，重点考察一本期刊在本专业甚至超越专业之学术贡献，比如，

对于学术争鸣的开展和促进，对于学术话题的发掘和引领，对于重大学术问题的推进甚至解

决，对于学术新人的挖掘和培养。而这些要素，是不能为眼下的量化评价体系所囊括的。 

要进行内容评价而非形式评价（量化评价即是一种数字形式的评价），首先要做的，是

必须让内行来掌握评价权，比如同行评议，而不是外行评价内行。其次是坚持学术标准的唯

一性，而不是看所谓“影响因子”、下载量和下载率，看“基金论文比”，看“五个一”工

程获奖率等等非本质的、形式化的东西。正如有专家所指出：“期刊评价体系要重视学术因

素，而不应通过外行单纯的量化指标进行评定分级。”
①

 

要进行非功利性评价而不是功利性评价，就是要坚持评价的纯民间性和公益性，彻底割

断评价者与被评价者之间的利益输送关系，尤其是割断评价者与行政权力之间的暧昧关系。

而割断这两种关系的唯一办法，就是尝试学术民主，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由读者进行民主

评价----这才是超越功利的、合理可行的评价方式。 

而大众化的民主评价，将评价权掌握在众多读者手中，而不是几个评价机构和几十个评

委手中，无疑会大大增加评价过程被人为操纵的成本和难度，使得试图操纵评价过程、谋取

不当评价结果的别有用心者失去暗箱操作的明确目标，知难而退，无疑也就实现了非可操纵

性评价对于可操纵性评价的取代。 

 

 

                                 四 

 

学术期刊作为学术生产过程的重要一环，其独立性和学术尊严无疑是产出学术成果的重

要保障，应为业者所珍视。目下，鉴于学术期刊评价的巨大吸引力，仍然不断有新的量化评

价体系产生，试图通过强制评价分一杯羹。此情此景，学术期刊已然成为行政性量化评价的

“唐僧肉”，谁都想切上一刀。更加可悲而可怕的是，学术期刊由于陷入对量化指标的盲目

追逐，而忘记甚至丢掉了作为学术存在之生命的独立性和学术尊严。 

行政性量化评价，得益者是评价机构和行政性管理者，受害者则是学术期刊界及其所置

身的整个学术事业。纠治学术期刊评价中的乱象和弊端，立足国情和社会科学发展状况，构

建科学、合理的期刊评价体系，无疑是绝大多数期刊人的企盼和追求。针对学术期刊评价体

系存在“外行评价内行”的问题，西方学术期刊界已经出现抵制的呼声与动作。 

2009 年，欧盟委员会想对欧洲 166 种科学史、技术史和医学史学术杂志进行评定，编

一份能为欧洲科学基金参照的“核心期刊”目录，即“欧洲人文学科期刊索引”。不料，初

选目录一经提出，立即遭到 63 种杂志编辑部的联名抵制，在以《处在威胁之中的杂志》为

题的公开信中写道：这份目录没有经过充分协商，只是由一些武断、不负责任的机构编制出

来的。然而，伟大的学术著作可能在任何地方、以任何语言发表。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研究往

往来自边缘、异端或名不见经传的角落，而非早已固定和格式化了的主流学术期刊。杂志应

是多样性、不同种类和各具特色的。编制这样一份目录，将使得杂志内容和读者的意见变得

无关紧要②。  

国内量化评价体系及其行政化，同样正在不断遭受学界的猛烈抨击。而业界对于量化评

                                                             
①
 郑成宏：《多元文化时代学术担当仍是学术期刊之首务----第二届世界华文学术名刊高层论坛在悉尼召

开》，《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年 9 月 23 日总第 504 期 
②
 胡成：《万山应许一溪奔》，《读书》2010 年第 5 期 

http://www.sogou.com/link?url=DOb0bgH2eKg7Sf-koBXrEidQRoztLvNXZQZTrQ6K7BgOwMliScxa994ppXMwfPUK0ztd7q5nl6o.&query=%E8%83%A1%E6%88%90+%E4%B8%87%E5%B1%B1%E5%BA%94%E8%AE%B8%E4%B8%80%E6%BA%AA%E5%A5%94


价体系的反拨与批判性自觉，由于以朱剑、仲伟民为代表的高校学报界同仁的多场合呼吁和

呐喊①，总体而言，在高校学术期刊界已呈云涌之势。相比较而言，社科院系统以及党校系

统的学术期刊在此问题上的自醒与自觉程度，以及所发出的声音，远逊于高校学报界。这可

能与高校学报界相对较高的自组织程度有关。 

因此说，对于量化评价体系之评价权的超界域覆盖，尤其是日益严重的行政化趋向，学

术界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对于学术期刊界而言，则需认清量化评价体系尤其是行政化评价

体系对于期刊成长与发展过程的束缚和扭曲，加快对于量化评价体系的除魅和脱魅进程②。

目前来看，在无力撬动行政性评价体系的状况下，学术期刊界宜首先从自我做起，在舆论宣

传和完善自我组织架构等方面，可以尝试做出自己的努力。除了目前已经做得比较充分的学

术研讨和舆论呼吁，下一步亟需加强高校学术期刊界、社会科学院系统学术期刊界、党校系

统学术期刊界三者之间的呼应与联动。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一个以三大学术期刊系统为基

础架构的学术期刊联合体或自治组织，统一思路，统一行动，协同进退，共同抵御行政性量

化评价体系的侵扰和阉割，切断行政性量化评价体系与学术期刊界的“外溢性”权力联系，

恢复学术期刊的独立性和学术尊严，还学术期刊界一片净土，让学术期刊回归学术、回归本

真、回归“自然”，为学术评价的民主化扫清外部障碍。此一思路或动议倘若得以实施，不

仅是对满目疮痍、伤痕累累的学术期刊界的自我救赎，更会是学术期刊界对于中国人文社科

学术的拯救性贡献，必将在中国人文社科学术史上留下其深刻而不可磨灭的印痕！ 

好在，一个可喜的迹象是，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层面，改革开放以来盛极一时的“GDP

思维”和数据崇拜风气正在被逐步扭转。与之相应，近期，根据国务院审改办工作要求，教

育部按照《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对审批清单进行了调整。其中，

最令人关注的是，删除 2011 计划协同创新中心认定、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审批、教育部工程

中心审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审批。一些需要进一步改革和规范的其他权力事项，

也将进一步研究、清理和规范。对于学术期刊管理体制改革而言，这无疑是个积极信号。在

此“去量化”、“去格式化”、“去审批化”大背景下，紧箍在学术期刊头顶的行政性量化

评价体系枷锁的解除，为时还会远吗？ 

                                                             
①

 “对属于复杂评价的学术期刊质量评价来说,以通适性指标为依据的单纯量化评价更是行不通的。如果将

此评估体系用于学术期刊的质量评价,那么,在评价目的、评价内容、评价主体、评价方法、评价指标和评价

结论诸方面明显存在的重大问题将会对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该评估体系与正在进行

之中的报刊体制改革大方向并不合拍,这种不合拍现象的背后有着独特的原因。所有这些都应该引起有关管

理部门、学术界及学术期刊界的关注和警惕。”参见朱剑：《量化指标：学术期刊不能承受之轻》，《清

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 年第 1 期；“近年来学术评价机构纷纷建立并介入评价活动，热衷发布各种

期刊排行榜，而各高校及相关学术机构也多以数量以及期刊级别作为考核标准，这促使学术评价机构的权

力急剧膨胀，学术评价异化严重。”参见仲伟民：《量化评价扼杀人文学术——关于人文学科学术期刊的

评价问题》，《澳门理工学报》2015 年第 3 期。 
②

 刘京希：《谁是学术期刊质量的最终鉴评者？》，《澳门理工学报》2015 年第 3 期。 

                                                 （ 原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 年第 5期） 


